
管理评论
２０２５ 年卷第 ４ 辑 (总第 ６１ 辑)

Ｌｕｏｊ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５ (Ｓｕｍ􀆰 ６１)

企业绩优能实现绿色创新 “增量提质” 吗?∗

•郑　 丽　 秦丽斐

(青岛大学商学院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　 要】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ꎬ 相较于绩劣企业ꎬ 绩优企业更

具资源优势和抗风险能力ꎬ 是否会追求高质量绿色创新? 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３ 年制造业上市

企业为样本ꎬ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考察企业绩优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 企业在绩效顺差时

提高绿色创新数量ꎬ 降低绿色创新质量ꎬ 即 “增量降质”ꎮ 从合法性角度分析影响绩优企业

绿色创新的情境机制发现ꎬ 环境规制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ꎻ 同行企业绿色

创新数量和质量同步影响绩优企业对数量和质量的选择ꎻ 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绩优企业绿

色创新 “增量” 的同时抑制 “降质”ꎮ 机制分析发现: 企业绩效顺差通过激发管理者短视

增加绿色创新数量ꎬ 降低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从而抑制绿色创新质量ꎮ 异质性研究发现:
政府环保补助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ꎬ 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环

境关注度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的同时抑制 “降质”ꎮ 研究通过揭示绩优企业绿

色创新的内在动机和影响机制ꎬ 为各利益相关者规范企业绿色行为、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

供参考ꎮ
【关键词】 绩效顺差　 绿色创新　 合法性　 增量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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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ꎬ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 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强调了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ꎬ 并指出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ꎬ 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ꎮ 在此背景下ꎬ 如何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础成为各类市场主体关注的焦点 (Ｂａｎｓ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绿色创新可以通过减污、 降碳、 提效来促进生态优先、 低碳发展、 节约集约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ꎬ 是我国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支撑ꎬ 其重要性已普遍达成共识ꎮ 现有文献基于利益

２０１

∗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企业集团 ＥＳＧ 行为的协同优势、 外溢影响与治理机制研究” (项
目批准号: ２４ＣＧＬＪ１１)ꎮ

通讯作者: 秦丽斐ꎬ Ｅ￣ｍａｉｌ: Ｑｌｆｅｉｒｏｍｅ＠ １６３􀆰 ｃｏｍꎮ



相关者理论、 制度理论等分析了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 (王娟茹等ꎬ ２０２１ꎻ 解学梅

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ａ)ꎬ 但也发现绿色创新存在持续性创新动力不足和偏向性创新选择的现实困境 (熊
灵等ꎬ ２０２３ꎻ 解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ａ)ꎮ 主要是因为ꎬ 环境效益共享与创新成果非独占的双重外部

性降低了企业先发绿色创新的意愿ꎬ 其绿色创新多为利益相关者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刘柏等ꎬ ２０２３ꎻ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ꎮ 为缓解外部期望压力和自身创新动力不足的矛盾性 (王永贵和李霞ꎬ ２０２３ꎻ 王旭

等ꎬ ２０２２ꎻ 解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ｂ)ꎬ 企业绿色创新偏向于重数量轻质量 (熊灵等ꎬ ２０２３)ꎬ 导致

“增量降质”ꎮ 这不利于国家 “双碳” 目标的有序实现ꎬ 探寻缓解上述困境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ꎮ
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境下ꎬ 相较于外界合法性压力可能招致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ꎬ 考察企

业自身绿色创新选择的主观动机ꎬ 更有利于根据企业的独特性采取对应性措施激励其走高质量绿色

发展道路ꎬ 而现有文献鲜有从企业选择不同绿色创新的潜在动因展开深入探究ꎮ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ꎬ
绩效反馈状态是决策动机影响战略选择的重要参考 (连燕玲等ꎬ ２０２３)ꎮ 绩效顺差 (绩优) 企业比落

差 (绩劣) 企业在资源投入与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拥有动机转化为实践的比较优势 (Ｎｏａｉ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ｍｅｅｔｓꎬ ２０１５)ꎬ 一定程度上缓解动力困境ꎬ 提高了企业决策绿色创新的自由裁量权ꎬ 可以为理解企

业选择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的内在动因提供有益参考ꎮ 由此ꎬ 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ꎬ 以绩效顺差

为切入点探究绩优企业决策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因ꎮ
已有文献对绩效顺差与企业决策动机的相关研究结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观点ꎮ 一种是企业绩

效顺差时为避免对当前 “满意” 状态造成实质性打击ꎬ 倾向于强化先前成功有效的决策惯例

(Ｑｕａｎꎬ ２０２３)ꎬ 存在风险规避、 惯例遵循的求稳动机 (张远飞等ꎬ ２０１３)ꎻ 另一种是绩优企业资源

充沛ꎬ 激发其消耗更多资源、 满足更高期望水平的意愿ꎬ 存在冗余驱动、 向上追赶的冒险动机 (张
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ꎻ Ｘｕ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９)ꎮ 以往文献或者考察绩优企业求稳动机或者考察其冒险动机的影响ꎬ
从不同角度入手得出相反的研究结论 (Ｑｕａｎꎬ ２０２３ꎻ Ｘｕ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９)ꎬ 难以指导企业绿色创新决

策ꎮ 研究认为ꎬ 两种动机并非相互独立ꎬ 当绩优企业进行战略选择时ꎬ 两种动机相互影响是企业面

临的常态ꎮ 现有文献尚未将两种动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ꎬ 这不利于准确把握绩效反馈情境下创新决

策的完整动因ꎬ 尤其是无法解释企业对两种决策的战略选择ꎮ 鉴于此ꎬ 本文基于冒险与求稳动机相

互作用角度ꎬ 探讨绩效顺差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ꎬ 以明晰绩优企业不同决策动机在创

新选择中的差异作用ꎮ
虽然绿色创新会挤占企业有限资源且在短期内侵蚀经营绩效 (王旭等ꎬ ２０２２)ꎬ 但企业开展绿色

创新可以对外传递负责任的绿色形象ꎬ 有助于获取利益相关者认可支持ꎬ 进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解
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ｂ)ꎬ 即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部分是为了符合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２)ꎮ 合法性可以被界定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评估企业活动正当性的程度 (Ｓｕｃｈｍａｎꎬ １９９５)ꎮ 绩优

企业决策绿色创新时需要不同程度地调整动机以响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差异性诉求ꎬ 因而ꎬ 不同类

别合法性成为影响冒险与求稳动机相互作用强弱的重要情境 (Ｆｉ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７)ꎮ 其中ꎬ 制度逻辑

下环境规制可能对绩优企业的决策动机造成短期冲击ꎬ 企业必须采取绿色策略遵从基本制度法则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ꎮ 处于相似市场环境的同行企业存在同构压力ꎬ 能够辐射带动企业按照行业规范做

出适应性调整以满足规范合法性 (王旭和褚旭ꎬ ２０２２)ꎮ 公众环境关注度作为整个社会环保或绿色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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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一种具体体现ꎬ 可以通过公众对企业环保行为的适当性评估与实际的环保需求发挥认知合法性

的规范作用ꎬ 影响企业对环保共享信念的遵循程度ꎮ 鉴于此ꎬ 研究从政府、 同行企业、 社会公众三

种类型的利益相关者角度ꎬ 基于制度合法性、 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 (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Ｚｅｉｔｚꎬ
２００２)ꎬ 引入环境规制、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作为不同类别合法性的具体体现ꎬ 考察

影响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情境机制ꎮ
本文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ꎬ 为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机研究提供新视角ꎮ 已有文献或者关注求稳动机或者关注冒险

动机 (张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ꎻ 张远飞等ꎬ ２０１３)ꎬ 较少关注不同动机间的关联性ꎮ 本文考察绩优企业求稳

与冒险动机相互作用对其绿色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ꎬ 为企业绿色创新驱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ꎬ
拓宽了企业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ꎮ

第二ꎬ 厘清了绩效顺差与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间的关系ꎮ 本文将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视为

企业面临的一项战略选择 (Ｄ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５)ꎬ 通过阐释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深层逻

辑ꎬ 为绩优企业选择不同类型绿色创新战略提供理论证据和实证支持ꎬ 从企业决策动机角度丰富了

绿色创新相关研究ꎮ
第三ꎬ 从合法性角度明晰绩优企业选择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的理论边界ꎮ 研究基于合法性类别ꎬ

从环境规制、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三方面考察影响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情境机制ꎬ
为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绿色诉求的差异化回应提供了理论解释ꎬ 也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如何规范企

业绿色行为提供了实践启示ꎮ

２􀆰 理论与文献回顾

２􀆰 １　 企业对绩效顺差的创新响应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ꎬ 企业通常会设定一个需要实现的期望目标ꎬ 通过评估经营绩效与期望目标

之间的差距进行战略调整 (Ｃｙｅｒ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ꎬ １９６３)ꎮ 传统的研究认为ꎬ 当经营绩效低于期望目标即

处于绩效落差时ꎬ 管理者的风险容忍度提高ꎬ 有动机通过创新战略摆脱经营困境 (连燕玲等ꎬ
２０２３)ꎮ 当经营绩效高于期望目标即处于绩效顺差时ꎬ 管理者倾向于维持现状ꎬ 风险动机不高 (张远

飞等ꎬ ２０１３)ꎮ 但也有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的研究结论ꎬ 绩效落差提高了企业的威胁感知、 损失厌恶等

情绪ꎬ 促进企业刚性行为 (贺小刚等ꎬ ２０１７)ꎮ 绩效顺差企业具有较强的风险倾向ꎬ 通过增加研发投

入实现冗余资源的经济性利用 (张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ꎮ 可见ꎬ 绩效反馈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的研究结论

存在分散性与矛盾性特征ꎮ 根据资源基础观ꎬ 企业决策动机转变为实践行为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资

源基础与经营能力等条件ꎬ 绩劣企业受条件限制ꎬ 其行为选择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局限性ꎮ 相比之下ꎬ
绩优企业通常在自由裁量权与动机转换条件等方面更具比较优势ꎬ 能够为决策动机与创新行为选择

的关系研究提供有益参考ꎮ
已有研究的矛盾性结论反映了绩优企业决策动机的不一致性ꎬ 本文将企业动机归结为求稳和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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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两类ꎮ 一类是绩优企业良好的经营现状不仅证明了过去战略决策的有效性ꎬ 增强管理者决策自信ꎬ
也提高了管理者对经营现状的满意度和安全感ꎬ 促进其维持 “成功” 状态平稳运行的意愿ꎬ 从而企

业绩优产生惯例遵循、 风险规避等求稳动机 (Ｑｕａｎꎬ ２０２３ꎻ 张远飞等ꎬ ２０１３)ꎮ 另一类是绩优企业拥

有丰富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储备ꎬ 其创新战略会放松资源控制ꎬ 支撑企业在更大范围内承担风险ꎬ
提高了风险承担能力ꎬ 而且好了还要更好ꎬ 持续提升业绩的压力促使绩优企业存在资源冗余驱动、
向上比较等冒险动机 (张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ꎻ Ｘｕ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９)ꎮ 综上ꎬ 企业在绩效顺差情境下存在性质

截然相反的求稳和冒险动机ꎬ 不同的决策动机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可能产生阻力和动力两种不同的作

用力ꎬ 表明绩效反馈战略响应过程中动机机理的复杂性ꎮ 以往研究仅围绕单一动机考察企业绩效反

馈对创新决策的影响ꎬ 尚未将冒险和求稳动机同时放在绩效顺差的情境中分不同的作用力去解析ꎬ
这可以为企业以一种战略响应来回应绩效顺差提供解释ꎬ 但难以为绩优企业对资源投入、 风险程度

差异性较大的两种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ꎮ

２􀆰 ２　 合法性压力下的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嵌入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ꎬ 战略决策需满足外界对其的期望以获取合法性ꎮ 合法性是指ꎬ
外界基于社会体制构建的规则、 规范、 价值观和信念等评估企业行为是否合理、 适当及可接受

(Ｓｕｃｈｍａｎꎬ １９９５)ꎮ 企业较高的合法性不仅可以缓解制度压力和挑战 (Ｆｉ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７)ꎬ 还可以

帮助企业获取重要资源ꎬ 提高市场竞争力 (解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ａ)ꎮ 然而在实践中ꎬ 利益相关者

多样性和制度环境多元化等因素的叠加致使企业面临多种合法性压力ꎬ 需动态调整其行为以获取不

同类别合法性ꎮ 合法性主要分为制度合法性、 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种类别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Ｚｅｉｔｚꎬ ２００２)ꎬ 其中制度合法性来源于政府等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或法规条例ꎬ 其普适性、 强制性等

特点要求企业必须遵守ꎬ 如果违背将受到惩罚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ꎻ 规范合法性往往是由同行企业的趋

同性行为构筑ꎬ 企业在决策绿色创新时可以参考同行企业以降低偏离行业惯例的经营风险 (王旭和

褚旭ꎬ ２０２２)ꎻ 认知合法性主要源于企业对公众社会共享信念的遵循ꎬ 企业决策行为有必要遵循认知

合法性以获得公众认可 (刘兴华和袁琦璟ꎬ ２０２４)ꎮ 不同类型合法性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绿色创

新的决策动机ꎬ 导致企业最终采取的绿色创新战略也存在一定差异ꎮ
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战略选择体现了企业对战略决策的不同定位和价值追求ꎬ 也是企业对

不同类别合法性回应的具象化表现ꎮ 绿色创新数量主要体现在企业绿色创新的规模性与外观性ꎬ
是以数量和速度实现某种短期利益目标的策略性行为 (王永贵和李霞ꎬ ２０２３)ꎬ 帮助企业通过实

现绿色 “外观” 的稳定满足合法性需求ꎬ 如顺应利益相关者的绿色期望 (王娟茹等ꎬ ２０２１)ꎬ 迎

合绿色政策需求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ꎬ 获取政府绿色补助等 (王永贵和李霞ꎬ ２０２３)ꎮ 绿色创新质量

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技术水平及创新的先进性和实质性ꎬ 是以质量和能力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

略性行为 (刘柏等ꎬ ２０２３)ꎮ 相较于绿色创新数量对相关技术的适度投入和渐进式优化ꎬ 绿色创

新质量需要企业更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应对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和变革性的创新突破ꎮ 由此来看ꎬ
高质量绿色创新虽然可以为企业争取先发优势ꎬ 但企业还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低、 资源约束与基

本合法性地位动摇等风险挑战ꎮ 基于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差异化贡献ꎬ 企业决策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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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时需权衡对数量和质量的战略选择以在合理范围内响应不同类型合法性ꎮ 本文考察不同类

别合法性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ꎬ 为利益相关者根据不同合法性情境规范企业绿

色创新行为提供参考ꎮ

３􀆰 研究假设

３􀆰 １　 绩效顺差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ꎬ 绩优企业的战略决策受经营惯性和前期成功经验影响ꎬ 存在风险规避的求

稳动机 (张远飞等ꎬ ２０１３)ꎮ 然而ꎬ 企业在动荡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如果无法采取有效的战略持续更新

经营行为ꎬ 则在未来可能降低原有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ꎬ 因而企业即使处于绩效顺差状态ꎬ 也有动

机发挥能力、 资源等优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张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ꎬ 激发了其战略决策的冒险动机ꎮ
在冒险与求稳冲突性动机影响下ꎬ 绩优企业如何决策绿色创新? 研究将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分为数

量和质量两个维度 (Ｄ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５)ꎬ 考察企业绩优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选择的影响ꎮ
绩效顺差时的冒险动机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倾向ꎮ 绩优企业往往会被利益相关者寄予继续引领

行业趋势的更高期望ꎬ 提高了企业好了还要更好的经营压力ꎮ 绿色创新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ꎬ 降

低运营成本ꎬ 为企业带来产品附加值提升、 经营业绩增长等多方经济效益ꎬ 还可以作为印象管理工

具帮助企业塑造绿色形象ꎬ 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ꎬ 进而获取外部资源ꎬ 保障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

(解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ａ)ꎮ 当企业处于绩效顺差时ꎬ 其可以利用充裕的资源和较高的竞争优势寻找

绿色创新机会 (张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ꎬ 通过扩大绿色投资实现未来优势积累ꎬ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即

受外部合法性压力和企业自身持久发展的影响ꎬ 企业在绩效顺差时提高了绿色创新的冒险动机ꎮ
然而ꎬ 企业绿色创新的冒险动机受求稳动机约束ꎬ 导致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方向选择分歧ꎮ

第一ꎬ 当处于绩效顺差状态时ꎬ 企业前期被验证有效的战略决策会被更坚定地贯彻执行ꎬ 战略惯性

得到加强 (张远飞等ꎬ ２０１３)ꎮ 绩优企业受冒险动机驱使想要通过风险性行为寻找新的增长点会受上

述求稳动机约束ꎬ 两种动机相互冲突导致绩优企业想要开展绿色创新的风险响应行为可能被限制在

既有的技术轨道与创新范式之内ꎬ 这种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可能难以服务于更新颖的突破性绿色创新

(王旭等ꎬ ２０２２)ꎮ 为缓解战略惯性与绿色创新需求间的冲突ꎬ 企业可以利用绿色创新数量以渐进性

的绿色创新形式建立绿色声誉来维系竞争优势ꎮ 第二ꎬ 绩优企业对当前资源基础的满意状态使其更

专注于本地的邻近资源搜索 (李璨等ꎬ ２０１９)ꎬ 冗余驱动影响下的冒险动机受这种求稳动机约束ꎬ 可

能难以使绩优企业突破知识与经验等资源的内锁效应ꎮ 资源利用的局限性成为绿色创新跃迁升级的

阻力ꎬ 最终绩优企业的绿色创新更多地体现在数量层面ꎮ 第三ꎬ 绩优企业通常被利益相关者寄予更

高的期望ꎬ 同时也承担了更高的期望违背成本ꎬ 因为冒险行为的失败可能造成更大的边际损失

(Ｋａｓｓｉｎｉｓ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２)ꎮ 在这种情境下ꎬ 绩优企业想要通过消耗当前冗余资源以实现好了还要更好

的冒险倾向可能受到 “赢金效应” 约束ꎬ 促使绩优企业利用既得利益而非本金将创新决策控制在稳

中求进的范围之内 (Ｔｈａｌ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１９９０)ꎮ “赢金效应” 影响下求稳与冒险动机的相互冲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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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绩优企业决策绿色创新时需要考虑不同绿色创新类型的资源投入与风险程度ꎮ 由于绿色创新数量

属于适度投入与渐进优化的低风险创新活动ꎬ 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将绩效顺差的既得利益投资于绿色

创新数量而非质量ꎮ
综上所述ꎬ 企业对绩效顺差的战略回应受冒险与求稳两种动机相互作用影响ꎬ 最终表现出绿色

创新 “增量降质”ꎬ 从而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 绩效顺差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数量ꎮ
Ｈ１ｂ: 绩效顺差负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质量ꎮ

３􀆰 ２　 合法性影响下绩优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

合法性具有帮助企业塑造负责任的社会形象、 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取资源、 提高市场竞争力等

诸多益处 (解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ｂ)ꎮ 利益相关者如何认识和理解企业行为构成了企业合法性的

重要来源ꎮ 企业通常面对如政府、 竞争对手和公众等诸多利益相关者ꎬ 其差异性诉求使企业面临

不同类别的合法性压力ꎬ 企业决策绿色创新时需对这些不同诉求与压力予以回应以实现利益相关

者整体目标ꎮ 研究基于制度合法性、 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类别划分ꎬ 选取环境规制、 同行

企业绿色创新、 公众环境关注度变量来考察不同类别合法性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

情境影响ꎮ
３􀆰 ２􀆰 １　 环境规制的影响

遵从外部政策制度是企业获取基本运营资源ꎬ 实现持久生存的关键 (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Ｚｅｉｔｚꎬ
２００２)ꎮ 现有文献主要利用环境规制来体现外界制度压力ꎬ 探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２ꎻ 李青原和肖泽华ꎬ ２０２０)ꎮ 目前环境规制已成为企业决策的常态化约束ꎬ 企业对绿色创新数量

和质量的选择也可视为对政府监管压力的战略回应ꎮ 鉴于此ꎬ 研究考察环境规制对绩优企业绿色创

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影响ꎮ
环境规制的制定意味着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被纳入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合规考核ꎬ 政府可以

通过这一政策手段明确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未达标的严重后果ꎬ 具有高压威慑和强制性的特点ꎮ 对绩

优企业而言ꎬ 遭遇行政处罚会使其付出更高的期望违背成本 (Ｋａｓｓｉｎｉｓ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２)ꎬ 一定程度上倒

逼其进行绿色创新ꎮ 但环境规制等政策制度规定了监管机构可接受的最低条件 (Ｗｉｊｅｎꎬ ２０１４)ꎬ 绩

优企业由于资源冗余往往面临超出监管要求的额外合法性压力 (Ｃｒｉｌｌｙ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２)ꎬ 如政府等利益

相关者倾向于在既定政策基础上通过非契约形式暗示对其的绿色期望 (李维安等ꎬ ２０２４)ꎬ 强化了绩

优企业基于冒险动机抉择绿色创新的倾向ꎮ
环境规制涉及的强制性排放标准对企业而言是一种短期冲击ꎬ 高质量绿色创新从投入到产出需

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ꎬ 短期内实现环保达标的难度较高ꎮ 作为回应ꎬ 企业可以通过缩减规模

的方式快速符合环保要求而不是绿色创新 (崔惠玉等ꎬ ２０２３)ꎮ 高质量的绿色创新前期投入较高ꎬ 可

能在短期内反噬绩优企业的财务绩效ꎬ 容易导致企业陷入环保政策违规与绩效下滑的双重困境 (李
青原和肖泽华ꎬ ２０２０)ꎬ 影响其合法性地位和稳健经营ꎬ 从而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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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限ꎮ 在此情境下ꎬ 绩优企业为回应环境规制要求ꎬ 有动机将对绿色创新的投资合理地限制在

“赢金效应” 范围内ꎬ 导致绿色创新更多地体现在数量而非质量层面ꎮ
综上所述ꎬ 环境规制促使绩优企业付出更多努力以符合绿色要求ꎮ 然而ꎬ 其短期强制性的特征

会挤出高质量绿色创新ꎬ 强化了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 环境规制强化了绩效顺差与企业绿色创新数量间的正向关系ꎮ
Ｈ２ｂ: 环境规制强化了绩效顺差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间的负向关系ꎮ

３􀆰 ２􀆰 ２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同行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经营ꎬ 企业间的类似行为相互影响构筑了行业的规范合法性 (王旭

和褚旭ꎬ ２０２２)ꎮ 企业在决策绿色创新时需考虑同行企业的行为以确保其决策符合行业规范ꎬ 从而其

所处的行业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侧重影响了企业为符合规范合法性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的选择ꎮ
鉴于此ꎬ 研究探索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影响ꎬ 以

揭示规范合法性在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ꎮ
同行企业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侧重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ꎮ 同行企业较高的绿色创新数量

构筑了行业重视绿色创新数量的规范惯例ꎮ 在这种情境下ꎬ 企业可以通过强化绿色创新数量顺应市

场趋势ꎬ 规避偏离行业惯例的经营风险ꎬ 比如减少额外的同行压力、 符合外部期望、 降低调整成本

等 (王旭和褚旭ꎬ ２０２２)ꎮ 另外ꎬ 同行企业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侧重还使得企业在绩效顺差状态下的绿

色创新数量行为更加合理化ꎬ 保护了已有竞争优势并能够增强创新活动的平稳性ꎬ 强化了绩优企业

选择绿色创新数量的求稳动机ꎮ
同行企业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侧重缓解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降质”ꎮ 高质量绿色创新是提高企业持

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ꎬ 同行企业较高的绿色创新质量会使企业感知到行业正在经历的技术变革ꎬ
加剧了市场竞争ꎮ 绩优企业如果不采取向群体行为靠拢的策略以化解竞争威胁ꎬ 则在未来其良好的

经营态势会被同行企业侵蚀ꎬ 削弱市场竞争优势ꎮ 行业间存在技术溢出效应ꎬ 绩优企业借鉴同行企

业的创新经验不仅是对外界规范合法性的响应ꎬ 增加市场接受度ꎬ 降低不确定性风险ꎬ 还可以减少

成本投入并加速创新进程ꎬ 缓解对其他关键业务领域所需资源的挤出效应ꎬ 有利于绩优企业保持稳

健经营ꎬ 确保其战略的维稳动机ꎮ
综上所述ꎬ 同行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蕴含了对未来机遇和挑战的判断ꎬ 辅助企业制定相似的决

策避免差异化创新导致的规范合法性挤出效应ꎬ 促进了企业寻求战略稳定性的动机ꎬ 从而同行企业

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会推动绩优企业同步提升自身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强化了企业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间的正向关系ꎮ
Ｈ３ｂ: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弱化了企业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质量间的负向关系ꎮ

３􀆰 ２􀆰 ３　 公众环境关注度的影响

公众环境关注度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具体认知ꎬ 其通过形成社会共享信念塑

造认知合法性ꎬ 影响了企业对 “做正确的事” 的判断ꎮ 为了提高绿色形象和良好声誉ꎬ 企业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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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需符合公众认知ꎬ 以获取公众认可和支持 (解学梅和朱琪玮ꎬ ２０２１ｂ)ꎮ 鉴于此ꎬ 研究探索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影响ꎬ 揭示认知合法性在企业绿色创新中

发挥的作用ꎮ
社会公众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关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选择ꎮ 社会公众更多地属于外行人ꎬ 在市场

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ꎬ 处于明显的专业信息劣势ꎬ 导致其难以评估企业创新行为的真实价值ꎬ 相反

容易受到企业对外传递的表面信息的影响产生浅层认知ꎮ 公众评估往往是对企业行为的短期反馈ꎬ
需要企业及时采取措施灵活应对 (Ｎａｒｄｅｌｌａ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３)ꎮ 相比绿色创新质量较强的专业壁垒ꎬ 绿色

创新数量成果的易观测性和易理解性可以较快地向市场传递企业环保行为的结果ꎬ 通过塑造正面绿

色形象获取公众认可ꎮ
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会同步体现在公众的环保需求层面ꎬ 如要求更高质量的环境友

好型产品、 减少企业活动中的有害物质、 降低 “三废” 排放等量化指标ꎬ 刺激企业对环保实际效果

的关注ꎮ 企业除了向外界传达环保无污染的绿色理念外ꎬ 有必要对公众的环保需求予以更实质的回

应ꎮ 公众环保需求可以直接驱动企业通过环保创新设计增强品牌吸引力 (Ｇｈｉｓｅｔｔｉꎬ ２０１７)ꎬ 提升了市

场绿色创新的竞争压力ꎮ 为避免市场份额流失和竞争优势缺位ꎬ 绩优企业有动机依托优势资源充分

识别市场需求ꎬ 促进企业采取更具前瞻性的绿色环保举措ꎬ 如提升绿色创新质量ꎬ 缓解了绩优企业

绿色创新的求稳动机ꎮ
综上所述ꎬ 公众环境关注度提高了企业对环保问题的重视ꎬ 促使其在应对环境挑战时既要注重

创新响应的敏捷性和有效性ꎬ 及时响应公众绿色期望ꎬ 又要重点关注公众需求变化ꎬ 提供实质性绿

色产出ꎮ 为了获取相应合法性ꎬ 绩优企业既要追求绿色创新数量又要提升绿色创新质量ꎮ 基于以上

分析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 公众环境关注度强化了绩效顺差与企业绿色创新数量间的正向关系ꎮ
Ｈ４ｂ: 公众环境关注度弱化了绩效顺差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间的负向关系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本文研究思路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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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研究设计

４􀆰 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７ 年是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重要时点ꎬ 为避免前后会计准则差异产生的影响ꎬ 本文以

２００７ 年作为样本区间的起点ꎬ 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２３ 年 Ａ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ꎬ 探究绩效顺差对

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ꎮ 本文绿色创新数据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ꎬ 公众环境关注度数据来

源于百度指数官网ꎬ 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ꎬ 其

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ꎮ 研究剔除被 ＳＴ、 ∗ＳＴ的企业样本ꎬ 剔除存在缺失值的企业样本ꎬ 最

终获得 ２５４４６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ꎮ 为降低样本中离群值的干扰ꎬ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９９％和 １％的分位处进行缩尾处理ꎮ

４􀆰 ２　 研究变量

４􀆰 ２􀆰 １　 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顺差 (ＥＳ): 决策者制定期望目标时存在历史绩效期望目标和行业绩效期望目标两种方

法ꎬ 相较于前者ꎬ 后者可以直接反映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位置ꎬ 有助于更好地评估企业战略执行的

有效性 (张远飞等ꎬ ２０１３)ꎮ 绿色创新的战略选择也需考虑整个行业的竞争趋势与动态ꎬ 因此本文选

用行业绩效期望目标的测量方法ꎬ 分析绩效顺差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ꎮ 参照张远飞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ꎬ 采用递归法度量行业期望目标 (ＩＡ)ꎬ 具体公式如下ꎮ
ＩＡｉꎬ ｔ ＝ (１ － α)Ｐｉꎬ ｔ －１ ＋ α ＩＡｉꎬ ｔ －１ (１)

上式中ꎬ α 是介于 [０ꎬ １] 的调整参数ꎮ 参照前期研究ꎬ 从 α＝ ０ 开始ꎬ 每次以 ０􀆰 １ 为基准倍数

递增附加权重进行计算ꎬ 选取模型拟合度最高的参数值 ０􀆰 ４ 进行汇报ꎮ ＩＡｉꎬｔ为企业 ｉ 所在行业第 ｔ 期
的绩效期望目标ꎬ Ｐｉꎬｔ－１为企业 ｉ 在第 ｔ－１ 期的实际绩效ꎬ 以资产回报率 (ＲＯＡ) 衡量ꎮ

行业绩效期望差距 (ＥＣ) 是指本年度企业实际绩效 (Ｐ) 与行业期望目标 (ＩＡ) 的差值ꎬ 利用

Ｓｐｌｉｎｅ 函数将绩效差距 (ＥＣ) 具体化为绩效顺差 (ＥＳ) 与绩效落差 (ＥＬ) 两种状态ꎬ 具体公式如

下ꎮ
ＥＣ ｉꎬ ｔ ＝ Ｐｉꎬ ｔ － ＩＡｉꎬ ｔ (２)

ＥＳ ＝ ＥＣꎬ ｉｆ ＥＣ > ０
０ꎬ ｉｆ ＥＣ ≤ ０{ ꎬ ＥＬ ＝ ０ꎬ ｉｆ ＥＣ ≥ ０

ＥＣꎬ ｉｆ ＥＣ < ０{ (３)
若 ＥＣ ｉꎬｔ>０ꎬ 取大于 ０ 部分的数值ꎬ 其余部分取 ０ꎬ 表明企业本年度实际绩效高于行业绩效期望ꎬ

企业处于绩效顺差状态 (ＥＳ)ꎮ 若 ＥＣ ｉꎬｔ<０ꎬ 则取小于 ０ 部分的数值ꎬ 其余部分取 ０ꎬ 表明企业实际绩

效低于行业绩效期望ꎬ 企业处于绩效落差状态 (Ｅ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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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２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和质量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ꎮ 专利情况可以较好地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ꎬ
专利申请后的被引用情况可以反映企业创新决策的独特性和有效性ꎬ 是衡量创新质量的重要指标

(Ｍ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１８)ꎮ 本文借鉴刘柏等 (２０２２) 的衡量办法ꎬ 采用绿色专利被引用数量衡量绿色

创新质量ꎮ 考虑到专利被引用情况存在滞后性导致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的被引用情况包含过去申请绿

色专利的引用ꎬ 缺乏针对性和可比性ꎬ 研究采用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专利在未来 ２ 年内被引用次数

之和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衡量绿色创新质量ꎮ 研究以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专利在未来 ２ 年内未被引

用过的数量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衡量绿色创新数量ꎬ 虽然这种专利没有较高的借鉴价值ꎬ 但企业可

以利用绿色创新数量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ꎮ
４􀆰 ２􀆰 ３　 调节变量

(１) 环境规制 (Ｒｅｇ)ꎮ 环境规制变量的测量参考沈能和刘凤朝 (２０１２)ꎬ 以各省份的污染治理

投入与工业产出之比衡量ꎮ 比值越高ꎬ 表明地区环境规制力度越强ꎬ 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越大ꎮ
(２)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Ｉ＿ｔｉｔｙ) 和质量 (Ｉ＿ｌｉｔｙ)ꎮ 本文依据 ２０１２ 版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划

分企业所在的行业ꎬ 借鉴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衡量方法ꎬ 考虑年份与行业双重维度ꎬ 分别

计算绿色专利未来 ２ 年被引用量与未被引用量的行业均值ꎬ 并对其加 １ 后取对数值进行转换ꎮ
(３) 公众环境关注度 (Ｐｅｒ)ꎮ 雾霾因其可以体现公众直观的环境感知度ꎬ 是研究公众行为和认

知的重要指标ꎮ 参考刘兴华等 (２０２４) 的研究ꎬ 采用百度雾霾搜索指数刻画公众环境关注度ꎬ 并取

自然对数减小异方差的影响ꎮ 由于百度搜索指数在 ２０１１ 年之前存在较多缺失值ꎬ 为提高数据完整性

及连续性ꎬ 本文利用 ＡＲＩＭＡ 时间趋势法补充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的缺失数据ꎮ
４􀆰 ２􀆰 ４　 控制变量

根据研究需要ꎬ 控制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变量ꎬ 包括: 企业年龄 ( Ａｇｅ)、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产权性质 (Ｓｔａｔｅ)、 大股东持股比例 (Ｔｏｐ１)、 研发投入 (Ｒ＆Ｄ)、 冗

余资源 (Ｓｌａｃｋ)、 破产风险 ( Ｚｓｃｏｒｅ)、 董事会规模 ( Ｂｏａｒｄ)、 两职合一 ( Ｄｕａｌ)、 账面市值比

(ＢＭ)ꎮ 此外ꎬ 为减小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偏误影响ꎬ 本文还控制了年份 (Ｙｅａｒ) 与

行业 (Ｉｎｄ) 的固定效应ꎮ 主要变量的详细定义与度量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变 量 定 义

变 量 名 称 变量符号 变 量 定 义

绿色创新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绿色专利未来 ２ 年未被引用量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

绿色创新质量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绿色专利未来 ２ 年被引用量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

绩效顺差 ＥＳ 企业绩效高于行业绩效期望目标的数值ꎬ 其余部分设置为 ０
环境规制 Ｒｅｇ 企业所在地当年投入废气废水污染治理的金额占该年工业产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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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名 称 变量符号 变 量 定 义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Ｉ＿ｔｉｔｙ 绿色专利未来 ２ 年未被引用量的行业均值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Ｉ＿ｌｉｔｙ 绿色专利未来 ２ 年被引用量的行业均值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

公众环境关注度 Ｐｅｒ 百度雾霾搜索指数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

绩效落差 ＥＬ 企业绩效低于行业绩效期望目标的数值ꎬ 其余部分设置为 ０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企业成立年限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值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产权性质 Ｓｔａｔｅ 企业是否国有企业ꎬ 如果是记为 １ꎬ 否则记为 ０
大股东持股比例 Ｔｏｐ１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总股数的比值

研发投入 Ｒ＆Ｄ 企业当期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冗余资源 Ｓｌａｃｋ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费用收入比率 ３ 个指标的平均值

破产风险 Ｚｓｃｏｒｅ Ａｌｔｍａｎ􀆳ｓ Ｚ 分数<１􀆰 ８１ 视为存在破产风险ꎬ 记为 １ꎬ 否则记为 ０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

两职合一 Ｄｕａｌ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记为 １ꎬ 否则记为 ０
账面市值比 ＢＭ 账面价值与总市值的比值

行业 Ｉｎｄ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划分

年份 Ｙｅａｒ 根据企业年份划分

４􀆰 ３　 研究模型

本文利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ꎬ 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后选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

归ꎮ
为验证 Ｈ１ 绩优企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ꎬ 构建模型如下:

Ｑｕａｎｉꎬ ｔ ＋１ ＝ β０ ＋ β１ ＥＳｉꎬ ｔ ＋ β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 ｔ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ε (４)
为验证 Ｈ２ 至 Ｈ４ 合法性影响下的绩优企业绿色创新战略ꎬ 构建模型如下:

Ｑｕａｎｉꎬ ｔ ＋１ ＝ β０ ＋ β１ ＥＳｉꎬ ｔ ＋ β２ Ｌｅｇｉꎬ ｔ ＋ β３ ＥＳｉꎬ ｔ × Ｌｅｇｉꎬ ｔ ＋ β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 ｔ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 ε

(５)
其中 ｉ、 ｔ 代表企业 ｉ 第 ｔ 期的数值ꎬ Ｑｕａｎ 代表企业绿色创新ꎬ 包括绿色创新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和

质量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ꎬ Ｌｅｇ 代表调节变量ꎬ 包括环境规制 (Ｒｅｇ)、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 Ｉ＿ｔｉｔｙ) 和质

量 (Ｉ＿ｌｉｔｙ)、 公众环境关注度 (Ｐｅｒ)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控制变量ꎬ ε 为残差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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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实证分析

５􀆰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ꎮ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的均值分别为 ０􀆰 ３０４、 ０􀆰 ２０１ꎬ 表明企业绿色

创新数量和质量总体水平较低且质量低于数量ꎬ 标准差分别为 ０􀆰 ６８８、 ０􀆰 ６２４ꎬ 表明企业绿色创新数

量的分布比较分散ꎬ 绿色创新质量的分布相对聚敛ꎮ Ｒｅｇ 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０􀆰 ０２０ 和 ０􀆰 ０１８ꎬ 表

明环境规制的样本数据相对集中且分布均匀ꎬ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各省份污染治理策略对政策导向

的普遍遵循ꎮ Ｉ＿ｔｉｔｙ 和 Ｉ＿ｌｉｔｙ 的均值分别为 １􀆰 ０９４ 和 ０􀆰 ７９２ꎬ 标准差为 １􀆰 ５０５ 和 ０􀆰 ３９３ꎬ 同行企业绿色

创新数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均高于绿色创新质量ꎬ 表明同一行业中企业间绿色创新质量的水平相差较

少ꎬ 体现了企业绿色创新在行业内质量比数量更趋向于一致性ꎮ Ｐｅｒ 的均值和极差分别为 ４􀆰 ２６７ 和

７􀆰 １５１ꎬ 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整体水平较高ꎬ 但不同公众的关注度差异存在极值情况ꎮ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２５４４６ ０􀆰 ３０４ ０􀆰 ６８８ ０ ３􀆰 ２２５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２５４４６ ０􀆰 ２０１ ０􀆰 ６２４ ０ ３􀆰 ５６５

ＥＳ ２５４４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１７２
Ｒｅｇ ２５４４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８４
Ｉ＿ｔｉｔｙ ２５４４６ １􀆰 ０９４ １􀆰 ５０５ ０ ６􀆰 ７１９
Ｉ＿ｌｉｔｙ ２５４４６ ０􀆰 ７９２ ０􀆰 ３９３ ０􀆰 １３１ １􀆰 ４４５
Ｐｅｒ ２５４４６ ４􀆰 ２６７ １􀆰 ８９４ ０ ７􀆰 １５１
ＥＬ ２５４４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 ２９２
Ａｇｅ ２５４４６ ２􀆰 ８０７ ０􀆰 ３８３ １􀆰 ６０９ ３􀆰 ４９７
Ｓｉｚｅ ２５４４６ ２１􀆰 ９００ １􀆰 ２００ １９􀆰 ３５１ ２５􀆰 ４２０
Ｌｅｖ ２５４４６ ０􀆰 ３８５ ０􀆰 １９４ ０􀆰 ０５０ ０􀆰 ８９６
Ｓｔａｔｅ ２５４４６ ０􀆰 ２５３ ０􀆰 ４３５ ０ １
Ｔｏｐ１ ２５４４６ ０􀆰 ５３０ ０􀆰 １６７ ０ ０􀆰 ８６４
Ｒ＆Ｄ ２５４４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 ２６３
Ｓｌａｃｋ ２５４４６ １􀆰 １６３ ０􀆰 ９５１ ０􀆰 ４３１ ６􀆰 ３５５
Ｚｓｃｏｒｅ ２５４４６ ０􀆰 ８７２ ０􀆰 ３３４ ０ １
Ｂｏａｒｄ ２５４４６ １􀆰 ９６７ ０􀆰 ５６１ ０ ２􀆰 ７０８
Ｄｕａｌ ２５４４６ ０􀆰 ３１２ ０􀆰 ４６３ ０ １
ＢＭ ２５４４６ ０􀆰 ７４８ ０􀆰 ７９４ ０ １０􀆰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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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回归结果分析

Ｈ１ 至 Ｈ４ 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列 (１)、 列 (２) 考察绩效顺差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

的影响ꎮ 回归结果表明ꎬ 绩效顺差在 １％的水平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ꎬ 抑制了绿色创新质

量ꎬ Ｈ１ａ、 Ｈ１ｂ 得到验证ꎬ 即企业在绩效顺差时的绿色创新呈 “增量降质” 现象ꎮ 此外ꎬ 列 (１)、
列 (２)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ꎬ 规模大、 股权集中、 研发投入高的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提

质”ꎬ 成立时间长、 资产负债率高、 董事会人数多的企业倾向绿色创新数量ꎬ 国有企业表现出 “增量

降质” 的绿色创新行为ꎮ 控制变量的显著性表明本文所选控制变量相对有效ꎮ

表 ３ 绩效顺差、 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ＥＳ ０􀆰 ３０８∗∗∗ －０􀆰 ３５６∗∗∗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９ ０􀆰 ０２９ －１􀆰 ２７７∗∗∗ ０􀆰 ２５２∗∗ －０􀆰 ４５３∗∗∗ １􀆰 ３２１∗ －０􀆰 ８８３∗∗∗

(２􀆰 ７２) (－２􀆰 ６５) (０􀆰 ８２) (－０􀆰 ７３) (０􀆰 ２３) (－６􀆰 １２) (２􀆰 １８) (－３􀆰 ３１) (１􀆰 ７１) (－３􀆰 ７７)

Ｒｅｇ×ＥＳ ２􀆰 ２１５∗ －２􀆰 ７９３∗∗ ０􀆰 １９０∗∗∗ －３􀆰 ５１６∗∗

(１􀆰 ９０) (－２􀆰 ０２) (１２􀆰 ３４) (－２􀆰 ５６)

Ｒｅｇ ２􀆰 １３８∗∗∗ ０􀆰 ７７６∗ ０􀆰 １６０ ０􀆰 ６１９
(５􀆰 ４７) (１􀆰 ６７) (０􀆰 １３) (１􀆰 ３４)

Ｉ＿ｔｉｔｙ×ＥＳ ０􀆰 ３３５∗∗∗ ４􀆰 ５７１∗∗∗ －０􀆰 ２０３∗∗

(５􀆰 １７) (１７􀆰 ６４) (－２􀆰 ３４)

Ｉ＿ｔｉｔｙ ０􀆰 １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７∗∗∗

(３９􀆰 ７２) (－２􀆰 １５) (１３􀆰 ３５)

Ｉ＿ｌｉｔｙ×ＥＳ １􀆰 １７９∗∗∗ －２􀆰 ９１４∗∗∗ １􀆰 １８１∗∗∗

(５􀆰 ７６) (－３􀆰 ９６) (５􀆰 ３４)

Ｉ＿ｌｉｔｙ －７􀆰 １８９∗∗ －１􀆰 ７９９ －７􀆰 ２１３∗∗

(－２􀆰 ０２) (－０􀆰 ０２) (－２􀆰 ０４)

Ｐｅｒ×ＥＳ １􀆰 ０９５∗∗∗ １􀆰 ８１９∗∗∗ ０􀆰 ４７４∗∗∗ １􀆰 ３１７∗∗

(２􀆰 ６１) (３􀆰 ６６) (８􀆰 ９６) (２􀆰 ５４)

Ｐｅ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７∗∗

(６􀆰 １５) (３􀆰 １５) (０􀆰 ３２) (２􀆰 ４１)

ＥＬ －０􀆰 ３４７∗∗∗ ０􀆰 ００２ －０􀆰 ３５２∗∗∗ －０􀆰 ００１ －０􀆰 ２６７∗∗∗ ０􀆰 ００２ －０􀆰 ３３４∗∗∗ ０􀆰 ０１５ －０􀆰 １７６ ０􀆰 ０４２
(－４􀆰 ８３) (０􀆰 ０３) (－４􀆰 ９１) (－０􀆰 ０１) (－３􀆰 ８９) (０􀆰 ０３) (－４􀆰 ６５) (０􀆰 １７) (－０􀆰 ８２) (０􀆰 ５０)

Ａｇｅ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３
(６􀆰 ９１) (０􀆰 ５２) (６􀆰 ８５) (０􀆰 ４８) (６􀆰 ５３) (０􀆰 ５１) (６􀆰 ９１) (０􀆰 ５１) (－１􀆰 ５４) (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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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Ｓｉｚｅ ０􀆰 ０９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１２􀆰 ７６) (５􀆰 ９６) (１２􀆰 ９２) (５􀆰 ６０) (５􀆰 ８２) (５􀆰 ８７) (１２􀆰 ８３) (６􀆰 ０２) (１􀆰 ３８) (３􀆰 ３２)

Ｌｅ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４６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９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２
(３􀆰 ２２) (１􀆰 １６) (３􀆰 ０８) (１􀆰 ２４) (３􀆰 ６５) (１􀆰 ２０) (３􀆰 １２) (１􀆰 １２) (－０􀆰 ７９) (１􀆰 ４１)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６∗∗ －０􀆰 ２０９∗∗∗ －０􀆰 ０５４∗∗

(１􀆰 ８６) (－２􀆰 ３８) (１􀆰 ６５) (－２􀆰 ３６) (１􀆰 ９２) (－２􀆰 ３７) (１􀆰 ７８) (－２􀆰 ４６) (－３􀆰 ５４) (－２􀆰 ４１)

Ｔｏｐ１ ０􀆰 １８４∗∗∗ ０􀆰 １２４∗∗∗ ０􀆰 １４７∗∗∗ ０􀆰 １２０∗∗∗ ０􀆰 １６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８１∗∗∗ ０􀆰 １１９∗∗∗ ０􀆰 ３８４∗∗∗ ０􀆰 １１０∗∗∗

(５􀆰 ８８) (３􀆰 ３４) (４􀆰 ６０) (３􀆰 １６) (５􀆰 ３７) (３􀆰 ３３) (５􀆰 ７９) (３􀆰 ２１) (３􀆰 ２０) (２􀆰 ９２)

Ｒ＆Ｄ ０􀆰 ６９４∗∗∗ ０􀆰 ３８８∗∗∗ ０􀆰 ７２１∗∗∗ ０􀆰 ３９５∗∗∗ ０􀆰 ５０５∗∗∗ ０􀆰 ３９３∗∗∗ ０􀆰 ６７１∗∗∗ ０􀆰 ３６９∗∗ ０􀆰 ２０２ ０􀆰 ３２４∗∗

(５􀆰 ５７) (２􀆰 ６３) (５􀆰 ７８) (２􀆰 ６８) (４􀆰 ２４) (２􀆰 ６６) (５􀆰 ３９) (２􀆰 ５０) (０􀆰 ４８) (２􀆰 ２１)

Ｓｌａｃｋ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２
(０􀆰 ５７) (－０􀆰 ５２) (０􀆰 ４５) (－０􀆰 ４７) (１􀆰 １３) (－０􀆰 ４７) (０􀆰 ６１) (－０􀆰 ５１) (－１􀆰 ２３) (－０􀆰 ２７)

Ｚｓｃｏｒ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 (－０􀆰 ８２) (－０􀆰 ０６) (－０􀆰 ８７) (０􀆰 ２８) (－０􀆰 ８４) (－０􀆰 ０６) (－０􀆰 ８０) (－２􀆰 ０６) (－０􀆰 ７９)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６
(２􀆰 ２１) (－０􀆰 ５６) (１􀆰 ７３) (－０􀆰 ６８) (１􀆰 ４５) (－０􀆰 ６０) (２􀆰 １７) (－０􀆰 ６１) (－２􀆰 ６０) (－０􀆰 ６９)

Ｄｕａｌ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４
(１􀆰 ２４) (－１􀆰 ５１) (１􀆰 １４) (－１􀆰 ５０) (１􀆰 ３３) (－１􀆰 ４６) (１􀆰 ２２) (－１􀆰 ５２) (－２􀆰 ３２) (－１􀆰 ３７)

ＢＭ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０∗∗∗ ０􀆰 １４６∗∗∗ ０􀆰 ０１９∗∗

(０􀆰 ２８) (２􀆰 ６０) (０􀆰 ３９) (２􀆰 ６９) (０􀆰 ４０) (２􀆰 ９２) (０􀆰 ２２) (２􀆰 ６０) (７􀆰 ２６) (２􀆰 ５５)

＿ｃｏｎｓ －２􀆰 ４１７∗∗∗ －０􀆰 ２０１ －３􀆰 ６００∗∗∗ －０􀆰 １４７ －１􀆰 ２１８∗∗∗ ０􀆰 ７７０ －２􀆰 ３９２∗∗∗ －０􀆰 １８９ －０􀆰 ０６２ １􀆰 ２５９
(－５􀆰 ５０) (－０􀆰 ３９) (－６􀆰 ６３) (－０􀆰 ２８) (－２􀆰 ８９) (０􀆰 ８０) (－５􀆰 ４４) (－０􀆰 ３６) (－０􀆰 ００) (１􀆰 ３１)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Ｆ ３５􀆰 １６３ １５􀆰 ８４５ ３４􀆰 ７９３ １５􀆰 ５６７ ６１􀆰 ７３０ １６􀆰 ０６７ ３４􀆰 ９３４ １５􀆰 ７６２ １６􀆰 ２４８ １７􀆰 ４９８
Ｒ２ ０􀆰 １２９ ０􀆰 ０５６ ０􀆰 １３２ ０􀆰 ０５５ ０􀆰 ３７７ ０􀆰 ０６４ ０􀆰 １３７ ０􀆰 ０６２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显著ꎮ 后同ꎮ

列 (３)、 列 (４) 考察环境规制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的情境影响ꎮ 列 (３) 回归结果

显示ꎬ 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顺差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ꎬ 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绩优企业增加绿色创

新数量ꎻ 列 (４) 回归结果显示ꎬ 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顺差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ꎬ 表明环境规制强

化了绩优企业对绿色创新质量的规避ꎬ 从而环境规制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ꎬ Ｈ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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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ｂ 得到验证ꎮ
列 (５)、 列 (６) 考察同行企业绿色创新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选择的情境影响ꎮ 列

(５) 回归结果显示ꎬ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在 １％的水平显著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ꎮ 列

(６) 回归结果显示ꎬ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在 １％的水平显著抑制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降质”ꎮ 即同

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的选择具有辐射带动作用ꎬ Ｈ３ａ、 Ｈ３ｂ 得

到验证ꎮ
列 (７)、 列 (８) 考察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影响ꎮ 列 (７)

回归结果表明ꎬ 公众环境关注度在 １％的水平显著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ꎻ 列 (８) 回归结

果表明ꎬ 公众环境关注度在 １％的水平显著抑制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降质”ꎬ 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可

以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提质”ꎬ Ｈ４ａ、 Ｈ４ｂ 得到验证ꎮ
列 (９)、 列 (１０) 考察 ３ 个调节因子在同一模型中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影

响ꎬ 回归结果与前文研究假设一致ꎮ

５􀆰 ３　 稳健性检验①

５􀆰 ３􀆰 １　 变量替换

(１) 行业均值计算期望目标ꎮ 参照周建等 (２０１５) 的衡量办法ꎬ 采用企业所在行业当年实际绩

效的均值计算行业绩效期望目标ꎬ 然后以企业实际绩效与行业绩效期望目标的差值计算绩效差距ꎬ
利用 Ｓｐｌｉｎｅ 函数划分为绩效顺差与绩效落差变量ꎮ 变量替换后的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研究结论ꎮ

(２) ＲＯＥ 变量替换ꎮ 研究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在各年份的行业均值作为新的参照点ꎬ 验证绩效顺

差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假设ꎮ 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研究结论ꎬ 表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ꎮ
５􀆰 ３􀆰 ２　 调节变量的分样本检验

根据环境规制变量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环境规制较强和较弱两组ꎬ 根据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较高和较低两组ꎬ 根据企业所在行业公众环境关注度

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和较低两组ꎮ 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研究结论ꎬ 表

明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ꎮ
５􀆰 ３􀆰 ３　 绩效顺差对企业绿色创新引用率、 战略选择分歧及整体创新质量的影响

(１) 绿色创新引用率ꎮ 研究以绿色创新质量与数量的比值验证绩优企业 “增量降质” 的绿色创

新行为ꎮ 回归结果负向显著ꎬ 表明企业在绩效顺差下会规避绿色创新质量ꎬ Ｈ１ 得到验证ꎮ
(２) 战略选择分歧ꎮ 根据前文所述ꎬ 绩优企业存在 “增量降质” 的绿色创新战略选择分歧ꎬ 并

且随着绩效顺差的扩大ꎬ 绿色创新选择分歧的战略决策会被进一步巩固ꎮ 为验证绩效顺差的程度对

绿色创新战略分歧水平的影响ꎬ 本文借鉴王旭等 (２０２２) 的研究ꎬ 利用可以测算个体倾向性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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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指标之差ꎬ 即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之差ꎬ 测算绿色创新战略分歧水平ꎬ 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

本文的研究结论ꎮ
(３) 整体创新质量ꎮ 企业专利被引用类型除绿色专利外ꎬ 也包括非绿色专利ꎬ 二者的总被引量

可以作为衡量企业整体创新质量的代理变量ꎮ 考虑到绩优企业降低绿色创新质量的动机可能也影响

其整体创新质量ꎬ 为验证逻辑是否连贯ꎬ 本文考察绩效顺差对企业整体创新质量的影响ꎮ 回归结果

发现绩效顺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 表明绩优企业倾向于规避高质量创新战略ꎬ 该回归结果与整体

假设思路基本一致ꎬ 本文结论较为可靠ꎮ
５􀆰 ３􀆰 ４　 更换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ｔ 模型检验: 考虑到许多企业未开展绿色创新ꎬ 本文以二元变量衡量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ꎬ
利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回归检验ꎬ 回归结果与假设结果基本保持一致ꎮ

５􀆰 ３􀆰 ５　 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性检验

研究以线性模型为基准模型ꎬ 但并不能完全排除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之间存在非线

性关系ꎮ 为进一步证明线性模型拟合回归的稳健性ꎬ 本文验证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之间非线性关系

的存在性ꎮ 回归结果中绩效顺差的平方项系数不显著ꎬ 表明企业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之

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ꎬ 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以进一步巩固ꎮ

５􀆰 ４　 内生性检验①

５􀆰 ４􀆰 １　 反向因果检验

企业绩效顺差不同决策动机相互影响可能激发企业选择 “增量降质” 的绿色策略ꎬ 然而企业

“增量降质” 这种求稳的 “外观” 性策略也有可能帮助企业从外界获得补偿效应提高绩效水平 (贾
芳等ꎬ ２０２４)ꎮ 由此来看ꎬ 企业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

题ꎮ 为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对结果的干扰ꎬ 研究借鉴已有相关文献对工具变量的设计ꎬ 选取年度￣地区

(ＩＶ１) 和年度￣行业 ( ＩＶ２) 除本企业外其他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绩效均值作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的工具变量ꎮ 检验结果显示ꎬ 上述工具变量均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ꎬ 并且不存在明显的

过度识别问题ꎬ 表明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ꎮ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后发现ꎬ 在控制内生性偏

误的情况下ꎬ 绩效顺差对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的影响不变ꎬ 研究结论相对稳健可靠ꎮ
５􀆰 ４􀆰 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 检验

由于样本企业的选择可能存在非随机性导致的自选择偏误问题ꎬ 具体表现在样本企业可能仅在

某些年份选择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ꎬ 而其他未选择 “增量降质” 行为的年份被排除在样本之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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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修正样本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ꎮ 首先选取企业规模、 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人数、 账面市值比等能够表现公司特征的

变量与企业绩效顺差的虚拟变量进行第一阶段的回归ꎬ 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企业选择绿色创新 “增量

降质” 战略的概率ꎮ 然后根据第一阶段的预测结果计算出逆米尔斯系数 (ＩＭＲ)ꎬ 并将其纳入第二阶

段的回归模型ꎬ 重新检验企业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ꎬ 回归结果与研究假设一

致ꎬ 本研究的结论比较稳健ꎮ
５􀆰 ４􀆰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减少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研究假设ꎮ 具体而言ꎬ
根据企业绩优还是绩劣将样本分为两组ꎬ 然后基于本文控制变量对样本进行 １ ∶ １ 有放回匹配ꎬ 最后

使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ꎬ 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ꎮ

６􀆰 扩展性研究

６􀆰 １　 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影响机制

绿色创新战略的决策者并非企业自身ꎬ 而是管理者 (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１)ꎮ 根据高阶理论ꎬ 管理

者制定企业战略并对企业绩效负责ꎬ 其在企业绩效顺差时的主观动机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

量ꎮ 一方面ꎬ 企业绩效与管理者薪酬、 职业生涯密切相关 (张丹妮等ꎬ ２０２２)ꎬ 加之外界利益相关者

对绩优企业好了还要更好的绩效压力ꎬ 管理者会加强对决策短期的关注ꎬ 削弱了其对企业战略规划

布局的长期考虑ꎬ 即管理者对绩优企业决策的短视倾向提高了绿色创新数量ꎮ 另一方面ꎬ 绩效顺差

表明企业现有经营模式良好ꎬ 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ꎬ 增强了管理者对前期决策路径的依赖ꎬ 降低了

其战略决策的风险承担意愿ꎬ 阻碍了对高质量绿色创新的探索ꎮ 换言之ꎬ 绩优企业 “增量降质” 的

绿色创新表现可以被视为管理者追求短期利润、 低风险意愿的体现ꎮ 鉴于此ꎬ 本文从管理层短视和

风险承担意愿的视角考察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影响机制ꎮ
借鉴胡楠等 (２０２１) 的方法ꎬ 根据公司年报中 ＭＤ＆Ａ 部分代表 “短视” 词汇的词频与总词频的

比值衡量管理者短视 (Ｓｈｏｒｔ)ꎮ 表 ４ 列 (１)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 绩效顺差在 １％的水平显著提升了管

理者短视倾向ꎮ 列 (２) 考察管理者短视在企业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间的影响机制ꎬ 回归结果发

现ꎬ 管理者短视与企业绩效顺差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ꎬ 表明管理层短视在企业绩

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间起部分中介效应ꎮ 可见ꎬ 绩效顺差容易促使管理者产生短视倾向ꎬ 影响企

业追求成本和风险较低、 产出结果更快速可见的绿色创新数量ꎮ
借鉴 Ｍｏｕｎｔ 和 Ｍａｒｋｕｓ (２０２２) 的研究ꎬ 采用研发支出、 资本支出和收购支出总和的对数值作为

衡量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 (Ａｓｐ) 的代理变量ꎮ 表 ４ 列 (３)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 企业绩效顺差显著抑

制了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ꎮ 列 (４) 的回归结果发现ꎬ 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对提升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质量具有积极影响ꎬ 且企业绩效顺差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小于表 ３ 列 (２) 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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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ꎬ 表明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在绩优企业与降低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ꎬ 即管理

者在企业绩效表现良好时较低的风险承担意愿阻碍了绿色创新质量提升ꎮ

表 ４ 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ｈｏｒ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ｓｐ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ＥＳ ０􀆰 ２２６∗∗∗ ０􀆰 ２４４∗ －０􀆰 ３３１∗ －０􀆰 ３３９∗∗

(４６􀆰 １９) (１􀆰 ６７) (－１􀆰 ８８) (－２􀆰 ５３)

Ｓｈｏｒｔ ０􀆰 ３２５∗

(１􀆰 ６９)

Ａｓｐ ０􀆰 ０５３∗∗∗

(１０􀆰 ２７)

ＥＬ －０􀆰 ０５２∗∗∗ －０􀆰 ３６８∗∗∗ －０􀆰 １９６∗ ０􀆰 ０１３
(－１６􀆰 ８９) (－４􀆰 １２) (－１􀆰 ７６) (０􀆰 １５)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２􀆰 ６４) (３􀆰 ３７) (０􀆰 ９１) (０􀆰 ４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８∗∗∗ ０􀆰 １４７∗∗∗ ０􀆰 １３２∗∗∗ ０􀆰 ０４６∗∗∗

(－２４􀆰 ７６) (１５􀆰 ５７) (１１􀆰 ２４) (５􀆰 １８)

Ｌｅ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７
(９􀆰 ５５) (１􀆰 ９８) (－１􀆰 ４９) (１􀆰 ２６)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０∗∗

(－１􀆰 ４０) (１􀆰 ３１) (－２􀆰 ５７) (－２􀆰 ２１)

Ｔｏ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２２８∗∗∗ －０􀆰 １７９∗∗∗ ０􀆰 １３４∗∗∗

(－１６􀆰 ４８) (５􀆰 ８６) (－３􀆰 ６８) (３􀆰 ６０)

Ｒ＆Ｄ －０􀆰 １１８∗∗∗ ０􀆰 ９１２∗∗∗ ０􀆰 ８３５∗∗∗ ０􀆰 ３４４∗∗

(－２１􀆰 ９６) (５􀆰 ８７) (４􀆰 ３２) (２􀆰 ３４)

Ｓｌａｃｋ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１５􀆰 ２２) (０􀆰 ５５) (－０􀆰 ２６) (－０􀆰 ５０)

Ｚｓｃｏｒｅ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２
(３􀆰 ３８) (－０􀆰 ５５) (－１􀆰 ２６) (－０􀆰 ７３)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３３􀆰 ６７) (０􀆰 ６８) (－０􀆰 ７２) (－０􀆰 ５１)

Ｄｕａｌ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３􀆰 ７８) (１􀆰 １５) (－０􀆰 ７１) (－１􀆰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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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ｈｏｒ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ｓｐ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ＢＭ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７∗∗

(２􀆰 ３０) (－０􀆰 ４１) (５􀆰 ２９) (２􀆰 ２４)
Ｙ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 ２２３∗∗∗ －３􀆰 ６１５∗∗∗ －２􀆰 ７７０∗∗∗ －０􀆰 ０５５
(１１􀆰 ７２) (－６􀆰 ６４) (－４􀆰 ０６) (－０􀆰 １１)

Ｎ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Ｆ ７９􀆰 ２８７ ３８􀆰 ９９８ ２７􀆰 ３２２ １６􀆰 ９５０
Ｒ２ ０􀆰 １８０ ０􀆰 １７４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３

６􀆰 ２　 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异质性分析

６􀆰 ２􀆰 １　 政府环保补助的影响

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除了强制性环境政策外ꎬ 激励型环境政策也会存在外生冲

击ꎮ 已有研究考察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李维安等ꎬ ２０２４ꎻ 王永贵和李霞ꎬ
２０２３)ꎬ 尚未涉及当企业处于资源约束程度较低的绩效顺差时ꎬ 政府补助如何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战略

选择ꎮ 鉴于此ꎬ 研究考察环保补助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ꎬ 以揭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下绩优

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ꎮ 参考李维安等 (２０２４) 对环保补助变量的测量方式ꎬ 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中附

注的 “政府补助” 项目明细ꎬ 将与环保有关的政府类补助定义为政府环保补助 (Ｓｕｂ)ꎬ 加 １ 后取自

然对数值衡量ꎮ 表 ５ 列 (１)、 列 (２) 回归结果显示ꎬ 政府环保补助显著强化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与 “降质”ꎮ 这可能是因为环保补助可以增加企业收入ꎬ 绩优企业有动机采取行动获取这部

分资源ꎬ 但由于很多规章制度并未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进行详细分类ꎬ 绩优企业有机会通过增加

绿色创新数量实现逆向选择 (王永贵和李霞ꎬ ２０２３)ꎬ 从而加剧其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行为ꎮ
６􀆰 ２􀆰 ２　 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企业的战略决策并非单纯由自身状态决定ꎬ 还会受同行企业行为影响 (王旭和褚旭ꎬ ２０２２)ꎮ 减

碳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ꎬ 也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重要努力方向ꎮ 碳信息披露质量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企业的绿色努力程度ꎮ 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ꎬ 反映了同行企业实际减碳行为的落实ꎬ
提高了行业内需要达成的标准和规范ꎮ 在这种情境下ꎬ 绩优企业需付出更多的实际减碳行动如高质

量绿色创新以确保合群ꎮ 因此ꎬ 研究参考李慧云等 (２０１６) 构建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评分体系ꎬ 利用

碳信息披露质量行业均值作为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 (Ｃｏｍ) 的代理变量ꎮ 表 ５ 列 (３)、 列 (４)
回归结果显示ꎬ 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显著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并且抑制 “降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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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随着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ꎬ 绩优企业有动机模仿同行企业环保行为ꎬ 促进了绿色创新

“增量提质”ꎮ
６􀆰 ２􀆰 ３　 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影响

根据前文内容ꎬ 外界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提质”ꎬ 而企业管理者对环

境的关注可以通过对绿色创新政策、 行业规范的解读塑造组织内部认知或者影响企业内部治理 (林
朝南和泮佳怡ꎬ ２０２４)ꎬ 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选择ꎮ 鉴于此ꎬ 本文探究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对绩优企

业绿色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ꎮ 参考吴建祖等 (２０２１) 的研究ꎬ 采用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代表 “环保” 词汇的词频与总词频的比值衡量管理者环境关注度 (Ｅｌｓ)ꎮ 表 ５ 列 (５)、 列 (６) 的

回归结果显示ꎬ 管理者环境关注度显著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并抑制 “降质”ꎮ 即关注环

境问题的管理者既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短期环保诉求又重视企业绿色创新的长远战略规划ꎬ 较好地平

衡了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ꎮ

表 ５ 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异质性研究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ＥＳ ０􀆰 ３３５∗∗ －０􀆰 ３４４∗∗∗ ０􀆰 ３２１∗∗ －０􀆰 ３７０∗∗∗ ０􀆰 ２７３∗ －０􀆰 ４３１∗∗∗

(２􀆰 ５７) (－２􀆰 ５８) (２􀆰 ４６) (－２􀆰 ７９) (１􀆰 ９１) (－３􀆰 １５)

Ｓｕｂ×ＥＳ ０􀆰 １２０∗∗∗ －０􀆰 ２５５∗∗∗

(３􀆰 ８９) (－８􀆰 ０８)

Ｓｕｂ ０􀆰 ２１７∗∗∗ ０􀆰 ３８４∗∗∗

(６􀆰 １９) (１０􀆰 ７２)

Ｃｏｍ×ＥＳ ０􀆰 ０６１∗∗∗ ０􀆰 １０７∗∗∗

(１１􀆰 ０７) (１９􀆰 ００)

Ｃｏｍ ０􀆰 １６８∗∗∗ ０􀆰 ０２７∗∗∗

(５１􀆰 ４２) (８􀆰 ２２)

Ｅｌｓ×ＥＳ ０􀆰 ８９３∗ １􀆰 ４４６∗∗∗

(１􀆰 ６５) (２􀆰 ７９)

Ｅｌ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９∗∗

(２􀆰 ６９) (２􀆰 ５２)

ＥＬ －０􀆰 ２５５∗∗∗ ０􀆰 ０４４ －０􀆰 ２５６∗∗∗ ０􀆰 ０４２ －０􀆰 ３７４∗∗∗ ０􀆰 ０１４
(－３􀆰 ０８) (０􀆰 ５２) (－３􀆰 １０) (０􀆰 ５０) (－４􀆰 ２２) (０􀆰 １７)

Ａｇｅ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７
(２􀆰 ７１) (０􀆰 ３９) (２􀆰 ５８) (０􀆰 １５) (３􀆰 ３０) (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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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ｎｌｉｔｙ

Ｓｉｚｅ ０􀆰 ０６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５∗ ０􀆰 １４５∗∗∗ ０􀆰 ０５４∗∗∗

(７􀆰 ７３) (４􀆰 ３１) (６􀆰 ２０) (１􀆰 ６９) (１５􀆰 ５２) (５􀆰 ９８)

Ｌｅ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６
(１􀆰 ７３) (－０􀆰 ０７) (２􀆰 ５１) (１􀆰 ２７) (２􀆰 １６) (１􀆰 ２４)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６∗∗

(１􀆰 ４０) (－２􀆰 ３４) (１􀆰 ４２) (－２􀆰 ３１) (１􀆰 ２３) (－２􀆰 ４６)

Ｔｏｐ１ ０􀆰 １９９∗∗∗ ０􀆰 １４１∗∗∗ ０􀆰 １７６∗∗∗ ０􀆰 １００∗∗∗ ０􀆰 ２１７∗∗∗ ０􀆰 １２０∗∗∗

(５􀆰 ５１) (３􀆰 ８０) (４􀆰 ８９) (２􀆰 ７２) (５􀆰 ６２) (３􀆰 ２２)

Ｒ＆Ｄ ０􀆰 ６１０∗∗∗ ０􀆰 ３４４∗∗ ０􀆰 ５０７∗∗∗ ０􀆰 １６３ ０􀆰 ８６８∗∗∗ ０􀆰 ３８０∗∗∗

(４􀆰 ２５) (２􀆰 ３５) (３􀆰 ５３) (１􀆰 １２) (５􀆰 ６５) (２􀆰 ５８)

Ｓｌａｃｋ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９０) (－０􀆰 ５９) (０􀆰 ９４) (－０􀆰 ５３) (０􀆰 ３９) (－０􀆰 ５２)

Ｚｓｃｏｒｅ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 (－０􀆰 ６７) (－０􀆰 １１) (－０􀆰 ７０) (－０􀆰 ５０) (－０􀆰 ７９)

Ｂｏａｒｄ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４５) (－１􀆰 １４) (０􀆰 ９８) (－０􀆰 ２３) (０􀆰 ９４) (－０􀆰 ７１)

Ｄｕａｌ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１􀆰 ２２) (－１􀆰 ５５) (１􀆰 １９) (－１􀆰 ６１) (１􀆰 １６) (－１􀆰 ４６)

ＢＭ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９∗∗

(－１􀆰 １４) (２􀆰 ２３) (－１􀆰 ４８) (１􀆰 ６７) (－０􀆰 ４５) (２􀆰 ５６)

＿ｃｏｎｓ －１􀆰 ８９７∗∗∗ ０􀆰 ０３３ －１􀆰 ５１５∗∗∗ ０􀆰 ７０２ －３􀆰 ５４４∗∗∗ －０􀆰 ２０４
(－３􀆰 ７４) (０􀆰 ０６) (－２􀆰 ９９) (１􀆰 ３６) (－６􀆰 ５３) (－０􀆰 ３９)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Ｆ ８１􀆰 １６０ １９􀆰 ２４５ ８２􀆰 ４２５ ２２􀆰 ２４０ ３８􀆰 ６９２ １５􀆰 ７１９
Ｒ２ ０􀆰 ４５４ ０􀆰 １３５ ０􀆰 ４８５ ０􀆰 ２１１ ０􀆰 １７６ ０􀆰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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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７􀆰 １　 研究结论

绿色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ꎬ 绿色创新是我国践行 “双碳” 战略的重要途径ꎮ 然而ꎬ 资

源约束与外界异质性压力等多重困难导致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往往面临数量和质量的方向性选择分歧

(熊灵等ꎬ ２０２３ꎻ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ꎮ 高质量绿色创新投入成本大、 见效周期长、 结果不确定性以及双

重外部性等特征导致企业开展的绿色创新多为被动驱使 (王娟茹等ꎬ ２０２１)ꎮ 相较而言ꎬ 绩优企业资

源储备充足ꎬ 风险承担能力较强ꎬ 是否对绿色创新更具能动性? 如何权衡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 本

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３ 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ꎬ 考察企业绩优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 企业在绩效顺差

时提高绿色创新数量ꎬ 降低绿色创新质量ꎬ 即 “增量降质”ꎮ 从合法性角度分析影响绩优企业绿色创

新的情境机制发现ꎬ 环境规制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ꎻ 同行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

同步影响绩优企业对数量和质量的选择ꎻ 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的同时抑

制 “降质”ꎮ 影响机制分析发现: 企业绩效顺差通过激发管理者短视增加绿色创新数量ꎬ 降低管理者

风险承担意愿抑制绿色创新质量ꎮ 异质性研究发现: 政府环保补助加剧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降质”ꎬ 同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促进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 的同时抑制

“降质”ꎮ

７􀆰 ２　 理论意义

本文结合企业行为理论与合法性理论ꎬ 探索绩效顺差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关系ꎬ 以及不同类别

合法性对上述关系的情境影响ꎬ 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
首先ꎬ 揭示了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内在动机ꎬ 厘清了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间的关系ꎮ 现有关于企业绩效顺差动机响应的研究可以归结为求稳与冒险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种

动机ꎬ 表明了绩效反馈战略响应过程中动机机理的复杂性ꎬ 但当前文献对不同动机相互关系的过程

机制缺乏探讨ꎮ 本文整合求稳与冒险两种动机ꎬ 关注冲突性动机共存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战

略选择的影响ꎬ 不仅拓宽了绩效反馈影响企业行为的解释机制ꎬ 也为绩效反馈与企业战略选择模型

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ꎮ
其次ꎬ 明晰了绩优企业对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的战略选择是合法性压力与主观动机相互作用的

结果ꎮ 以往文献主要聚焦于制度、 市场逻辑下的激励或约束因素如环境规制 (陶锋等ꎬ ２０２１)、 利益

相关者诉求 (王永贵和李霞ꎬ ２０２３) 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ꎬ 较少统筹考虑企业的绿色创新是主

观动机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本文结合合法性理论ꎬ 探讨不同类别合法性对绩优企业绿色创

新数量、 质量的情境影响ꎬ 通过揭示促进或约束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因素ꎬ 为企

业异质性的绿色创新行为提供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ꎬ 拓宽了 “绩效反馈￣战略响应” 研究框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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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ꎮ
最后ꎬ 揭示了绩优企业 “增量降质” 的内在影响机制ꎬ 丰富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ꎮ 现有企业行

为理论相关研究通常关注绩效反馈对企业创新战略的直接影响 (王旭和王兰ꎬ ２０２０)ꎬ 少有涉及企业

如何响应绩效反馈的过程机制ꎮ 本文采用管理者短视和高管风险承担意愿两种作用渠道分别呼应求

稳和冒险动机ꎬ 探究管理者在绩优企业绿色创新选择中发挥的作用ꎬ 通过揭示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过程因素ꎬ 深化了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动因和实施过程的理解ꎮ

７􀆰 ３　 管理启示

管理者制定绿色创新战略并对企业绩效负责ꎬ 基于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研究结论ꎬ
本文从管理者角度为如何规范企业绿色行为、 激发创新活力提供启示ꎮ 首先ꎬ 鉴于管理者富则思安

和风险规避动机是约束绩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企业可以从激励长期性的角度如股

票期权、 职位晋升等方面约束管理者战略决策的求稳动机ꎬ 使其在求稳的同时更具冒险动机ꎬ 通过

将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相关联ꎬ 刺激其制定有利于提高绿色创新质量的战略ꎮ 其次ꎬ 鉴于

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可以抑制绩优企业 “降质”ꎬ 企业可以招聘存在绿色经历的管理人员并通过绿色绩

效考核、 绿色项目参与、 绿色认知培训等途径提高管理人员的绿色认知ꎬ 以促进管理者将能力和注

意力应用于提升绿色创新质量ꎮ
获取合法性是影响绩优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ꎬ 本文基于不同类别合法性对绩优企业绿色创

新 “增量降质” 影响的研究结论ꎬ 提出如下几点管理启示ꎮ 首先ꎬ 政府部门颁布的环保政策应因地

制宜ꎬ 站在企业的角度综合评估企业绿色创新投入成本和收益间的关系ꎬ 确保企业效益与生态环保

平衡发展ꎮ 同时为有效约束企业绿色创新 “增量降质” 的迎合行为ꎬ 确保环保补助真正落实到对生

态环境有贡献的企业ꎬ 政府部门还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列出申请环保补助的详细标准ꎬ 进行过

程管理并延长考核评估的时间周期ꎬ 确保企业将高质量绿色创新落到实处ꎬ 发挥环保补助的激励作

用ꎮ 其次ꎬ 政府部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评估和规范需考虑行业整体情况ꎬ 加强对绿色创新 “增量”
行业的企业监管和规范ꎬ 奖励在这些行业中注重绿色创新质量的企业ꎬ 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刺激其他

企业绿色创新质量ꎬ 促使行业整体向重视绿色创新质量转变ꎮ 最后ꎬ 不同机构如政府、 媒体加大对

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的宣传力度ꎬ 通过在全社会塑造重视生态环保的文化氛围ꎬ 利用更广泛的利益

相关者如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投资者对企业绿色行为的考核、 公众对企业绿色形象的评价等

手段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进行监督和激励ꎬ 促使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质量ꎮ

７􀆰 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研究考察绩优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ꎬ 厘清了绩效顺差与绿色创新数量、 质量间的关系ꎬ 但研究

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ꎬ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指引ꎮ 第一ꎬ 本文从合法性角度验证了影响绩优企业绿色

创新 “增量降质” 的情境因素ꎬ 并未深入探讨如何约束企业 “降质” 的具体措施ꎬ 后续可从其他角

度如媒体、 投资者等探索对绩优企业绿色创新 “降质” 的约束作用ꎮ 第二ꎬ 本文从管理者短视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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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承担意愿两方面揭示了绩优企业 “增量降质” 的影响机制ꎬ 尚未探讨如何约束管理者短视倾向并

激励其制定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绿色创新战略ꎮ 后续可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股权激

励等方面探索影响管理者绿色创新 “降质” 动机的约束因素、 刺激其 “提质” 的激励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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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２ꎬ ２９ (４) .

[３８] Ｎｏａｉｌｌｙꎬ Ｊ􀆰 ꎬ Ｓｍｅｅｔｓꎬ 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 (７２) .

[３９] Ｑｕａｎꎬ Ｒ􀆰 Ｂｉ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ｉｓｋ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ꎬ ２０２３ (１) .

[４０] Ｓｕｃｈｍａｎꎬ Ｍ􀆰 ꎬ Ｃ􀆰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９５ꎬ ２０ (３) .

[４１] Ｔｈａｌｅｒꎬ Ｒ􀆰 Ｈ􀆰 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Ｅ􀆰 Ｊ􀆰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ｏ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ｎ ｒｉｓｋ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０ꎬ ３６ (６) .

[４２] Ｗｉｊｅｎꎬ Ｆ􀆰 Ｍｅａｎ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ｎｄｓ ｉｎ ｏｐａｑｕ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９ (３) .

[４３] Ｘｕꎬ Ｄ􀆰 ꎬ Ｚｈｏｕꎬ Ｋ􀆰 Ｚ􀆰 ꎬ Ｄｕꎬ Ｆ􀆰 Ｄｅｖｉａｎ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ｎ ｂｒｉｂｅ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２
(４) .

[４４] Ｚｈｏｎｇꎬ Ｗ􀆰 ꎬ Ｍａꎬ Ｚ􀆰 ꎬ Ｔｏｎｇꎬ Ｔ􀆰 Ｗ􀆰 ｅｔ 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 ６４ (５) .

[４５]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ꎬ Ｍ􀆰 Ａ􀆰 ꎬ Ｚｅｉｔｚꎬ Ｇ􀆰 Ｊ􀆰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７ (３) .

Ｄｏｅｓ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 Ｌｉ　 Ｑｉｎ Ｌｉｆ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２６６０６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ꎬ ｗｉ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ｐｕｒｓｕ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ｗｉｔｈ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ｉ􀆰 ｅ􀆰 ꎬ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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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优能实现绿色创新 “增量提质” 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ｅｒ ｆｉｒｍ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ｗｈｅｎ ａ
ｆｉｒ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ｂｏｖｅ ｉｔ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ｂｙ ｐｅｅｒ ｆｉｒｍ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ａ ｆｉｒ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ｂｏｖｅ ｉｔ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ꎻ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ꎻ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专业主编: 陈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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